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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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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以农村居民的现金收入和家庭耐用消费品存量作为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测量指标,基于欠发达地区

贵州省和经济发达地区江苏省的调查,对农村经济利益分化背景下农民政治信任心理、政治选举心理、政治参与

心理状况进行描述,对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进行深入解读。 研究表明,农村居民之间均存在明显

的经济利益分化,且该分化对农民政治信任心理、政治选举心理、政治参与心理有较大的影响。 为此,第一,应正

视农村的经济利益分化,积极扶持弱势群体,推动农村中间阶层的发展。 第二,完善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

构,转变农村经济结构。 第三,应加大农村社会的改革力度,健全农村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利益平衡和利益共享

机制,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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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年来,中国农民阶层发生了较大的分化,阶层

分化的核心是利益分化,利益分化主要包括政治利

益分化和经济利益分化。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冶的观点,农村的利益分化程度主要由其经济利

益分化状况决定。 当然,适度的经济利益分化有利

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升全社会的效率、促进农

村社会的发展,而过度的经济利益分化则会离间农

民之间的关系、危害农村社会稳定、激化社会矛盾,
进而带来农村社会结构、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关系

的重大变化。 那么,农村经济利益分化会对农民的

政治心理产生影响么? 影响有多大? 影响背后的学

理逻辑是什么? 这是本文要解决的三个核心问题。

一、研究背景与数据来源

经济利益分化是指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的

经济利益状态、经济利益实现和经济利益关系由同

质走向异质、由均一走向差异的一种过程和状

态。[1]经济利益分化的原因有多种,有禀赋、出身、
能力等先天因素,也有机遇、选择、制度等后天因

素,也有凭借垄断优势、利用不法手段以及政策漏

洞等不合法因素。 但不管是哪种原因造成的经济

利益分化,都强调经济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利益

实现途径的多元化,这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具有

双重影响:一方面,经济利益分化可促进决策的民

主化和科学化,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公民利

益意识的觉醒,促进公民社会和社会新阶层的形成

和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现代转换,因而有利于民众

的政治参与。[2]另一方面,经济利益分化也必然带

来消极影响,这一影响在政治领域表现得尤为突

出:一是影响政治稳定,削弱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

任与服从,对国家政治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3]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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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响政治参与,经济利益分化会扩大人们之间、
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容易引发心理失

衡和弱势群体的相对剥离感,诱发参与危机;[2] 三

是影响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政治心理。 就理论而言,
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应是农民政治心理变化的基

本源泉,但目前与此有关的现实成果少之又少,且
大多出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有些观点如“过度的经

济利益分化会影响农民政治心理冶 [3],虽已基本达

成共识,且到今天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
但这些观点都是质性的研究,缺乏定量研究,更缺

乏对比性分析,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和契机。
随着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加剧,农村各利

益群体政治心理的变化加快、异质性增强、多元化

趋势明显,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政治情感、
政治态度及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较大的差异。[4] 因

此,要调适农民的政治心理、改造农民的政治行为,
必须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出发,合理引导和规范农村

的利益分化,减轻农民的不平衡心理以及由此引发

的“仇富冶和“仇官冶心态。 为了深入了解农村经济

利益分化是否会对农民政治心理产生以及产生多大

的影响,我们进行了以问卷与访谈为主的实证调查。
本次调查的数据资料来源于 2011 年 3—7 月

分别在贵州省遵义县与雷山县、江苏省张家港市三

个地方的村庄所作的“村民社会资本、政治信任与

乡村治理绩效冶的正式调查,以及 2013 年 4—7 月

在江苏张家港市,贵州省贵阳市、遵义县、息烽县等

地所做的补充调查。 之所以选择江苏省的发达村

庄和贵州省的欠发达村庄进行调查,是因为这两个

地区及其村庄分别是中国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最

不发达的西部地区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巨大差距与

其说是经济差距,倒不如说是人文环境、思想观念

和体制机制的差距。 为了使调查样本更具有代表

性,更易于分析,更容易形成强烈对比,调查时选取

了这两个省份。 为此,正式调查时先对村委会成员

进行了深入的访谈。 在综合村里的人口结构、政治

面貌、贫富分化、学历水平以及家庭经济结构的基

础上,按照 3. 5%左右的比例分层随机抽取了样本

家庭。 为了避免同质性,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

取一个成年人,他们构成了正式调查对象的最终样

本。 正式调查时,三村各发放问卷 110 份。 其中,
遵义 LL 村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92 份,江苏 YS 村回

收有效问卷 100 份,GN 村回收有效问卷 43 份淤,
合计 235 份。 补充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73 份,其中,
江苏 YS 村 45 份,贵州 LL 村 28 份。 正式调查和

补充调查的样本量合计 308 份,其中,贵州省 163
份,江苏省 145 份,调查样本的背景变量如表 1 所

示。 从表 1 可知,调查样本已婚的比例大大高于未

婚的,汉族远远高于少数民族,学历以初中及其以

上为主,政治面貌以群众为主,年龄以 18 ~ 40 岁的

为主。 上述数据表明,调查抽取的样本是时下农村

社会建设中的中坚力量。
表 1摇 调查样本的背景变量

背景变量 百分比(% ) 背景变量 百分比(% ) 背景变量 百分比(% )

性别
男 53. 6

婚否
已婚 64. 3

民族
汉族 86

女 46. 4 未婚 35. 7 少数民族 14
文盲 7. 2 中共党员 12. 5 18 ~ 40 岁 61. 6

学历
小学 27 政治面貌 民主党派 4. 9 年龄 41 ~ 60 岁 25. 6
初中 35. 3 一般群众 82. 6 60 岁以上 12. 8

高中及以上 30. 5

二、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现实图景:
基于江苏和贵州的对比分析

摇 摇 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国家权力体系对社

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几乎不存在独立的

个体,人们的行为大都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集体

行动成了个体行动的代名词。 因此,那时的个体大

多数时候是国家权力体系的附庸,还不存在现代意

义上的主体差异性和多元化。 在文化多元主义日

益明显与经济主体日益分化的当下,主体的差异性

也随之产生。 利益主体的差异性预示着当代社会

中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比较明显。 在当代中国,这种

利益分化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层次如城乡、地
区、行业等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的所有制职工和阶

层之间。[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农村的经济

利益分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但相关的定量研究却屈

指可数,主要可从农村阶层分化的研究中窥知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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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GN 村问卷的回收率很低,其原因是这是一个交通闭塞的
苗族村,98% 左右的村民都是苗族,且有 60% 左右的人不会讲汉
语。 由于语言的障碍,从 GN 村回收回来的 87 份问卷经逻辑筛查
和信效度检测后,被剔除了 44 份,仅剩 43 份。



摇 摇 对于农村阶层分化的标准,学界的观点主要有

三种:一是以职业的差别作为衡量阶层分化的主要

依据。 陆学艺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已

经分化为八个职业不同、利益不同、要求和欲望不

同的阶层。冶 [6]这些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
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

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村管理

者阶层。 二是以收入的高低作为分层的主要标准,
将不同收入的农民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 三是

以社会资源的拥有情况来分层。 这种类型的划分

以毛丹和任强为代表,他们认为,在中国农村,社会

资源分层比职业分层更有包容性和适用性,这里的

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但
经济资源是主要的资源。 据此,他们将农村居民划

分为以下四类:上层(精英阶层)、中上层(代理人

阶层)、中下层 (普通村民) 以及下层 (弱势群

体)。[7] 从上述分层依据不难看出,职业分层与收

入分层有很大的关联,职业分层甚至是以收入分层

为基础的,资源分层又以经济资源为主。 因此,就
某种程度而言,划分农民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还是

收入水平和财富存量。 收入水平是描述农民阶层

分化的重要指标,主要以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为衡量

标准。 财富存量是反映农民财产积累情况的指标,
财富存量包括动产、不动产及货币储蓄。 由于农村

市场发育不成熟,农民的财富积累情况应主要以现

金存款、住房情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来衡量。 这其

中,最易于测量的是农民经济收入状况和家庭耐用

消费品拥有情况,因此,本文以这两个指标作为农

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主要依据。
首先看农民的收入状况。 由于农民的收入难

以直接测量和统计,为了让农民的回答更接近真实

数据,我们将农民的收入分为“农作物种植收入、
养殖收入、打工收入、经商收入、政府补贴收入以及

其他收入冶6 部分,农民的人均年收入等于上述 6
项收入之和与家庭户籍人数的比值。 调查显示,贵
州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均值为 5061 元,江苏农民的

为 20988郾 9 元,初步统计,江苏农民的人均年收入

是贵州农民的 4郾 1 倍。 而如果以 4000 元作为分档

依据,分别以“4000 元以下、4001 ~ 8000 元、8001 ~
12000 元、12001 元以上冶作为农民人均年收入为

“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冶的依据发

现,江苏和贵州农民的收入分化均比较明显,但
“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冶农民的比

例却大相径庭。 其中,贵州“高收入、中高收入、中

低收入和低收入冶农民的比例呈典型的金字塔形,
数量依次大幅度增加,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

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的 2郾 8、3郾 1 和 3郾 8
倍。 与之相反,江苏“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

和低收入冶农民的比例则呈倒金字塔形,数量依次

大幅度减少,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高收入、
中低收入、低收入农民的 5郾 9、6郾 2、124郾 5 倍。 可

见,无论是江苏农民,还是贵州农民,农村农民的经

济利益分化均是比较明显的。
表 2摇 江苏和贵州农民人均年收入情况对比

地区

家庭人均收入定距

低收入
(4000 元
以下)

中低收入
(4001 ~
8000 元)

中高收入
(8001 ~
12000 元)

高收入
(12001 元
以上)

贵州 57. 5% 20. 8% 15. 0% 6. 7%
江苏 0. 7% 16. 4% 15. 7% 67. 2%
合计 27. 6% 18. 5% 15. 4% 38. 1%

摇 摇 至于江苏和贵州农民利益分化呈现不同特点

的原因,地理位置、思想观念、历史传统、收入来源

等都是其主要的原因。 当然,家庭劳动力的多少也

是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 这一点,访谈时

多位农民和村干部均有提及。 例如,调查时贵州

GP 乡某工作人员提到:“形成农村贫富差距的主

要原因是劳动力的多少、家庭劳动力的有无和强

弱。 一个家庭有四至五个劳动力,另一个家庭无劳

动力或劳动力弱智,劳动力无或弱的家庭收入只能

维持生活,甚至靠政府给的低保才能勉强维持基本

生活,而四五个劳动力的家庭每人每月收入 3000
元,除开生活开支,一个家庭每月的存款可达万元,
两到三年这个家庭就变化大了,两层房屋有了,车
子有了,衣着各种高档的东西都有了,生活水平提

高了,这就是形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冶收入来源和

家庭劳动力多少确实有密切的关系,劳动力越多的

家庭收入来源更多地以打工收入为主,劳动力越少

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以传统种养殖为主。 这一点,
我们的问卷调查可以证实。 如表 3 所示。 江苏农

民家庭人均收入高且“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

入冶呈倒金字塔形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苏农民的主

要收入来源是打工收入,其次是经商收入,二者合

计占 95. 2% 。 而贵州农民的收入来源却是收入较

表 3摇 江苏和贵州农民主要收入来源对比

地区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单选)

种养殖收入 打工收入 经商收入 其他收入

贵州 45. 4% 37. 8% 11. 8% 5. 0%
江苏 4. 8% 55. 4% 39. 8% 0
合计 26. 3% 46. 1% 25%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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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传统种养殖收入,占 45. 4% ,是江苏农民的

9郾 5 倍;贵州以经商为主的农民比例仅有 11. 8% 。
再看农民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 本文

调查假定如果家里有耐用消费品,就赋值为 1,如
果没有就赋值为 0,家庭耐用品的拥有程度就等于

这 16 种家庭耐用品之和的均值,均值越接近 1,家
庭耐用品拥有程度越高。 为此,应以 0郾 25 为分档

依据,家庭耐用消费品分为低拥有、中低拥有、中高

拥有、高拥有四种类型。 调查显示,贵州农民以低

拥有为主,比例高达 65郾 4% ,是江苏农民的 19郾 2
倍,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依次递

减,其中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为 0。 与之相反,江苏

农民的上述比例则逐次递增,高拥有的农民比例达

46郾 6% ,接近一半。 仔细分析发现,贵州农民拥有

最多的三件家庭耐用消费品分别是电话、电视和洗

衣机,分别占 92郾 5% 、83郾 5% 和 64郾 7% ,而拥有健

身器材、空调、汽车、摄像机、照相机等奢侈耐用消

费品的比例几乎为 0。 江苏农民电话、电视、洗衣

机和电冰箱的拥有率几乎为 100% ,电脑、热水器

和空调的拥有率均在 80% 以上,拥有率最低的是

健身器材,比例为 14郾 9% ,对贵州农民零拥有的汽

车、照相机和摄像机,江苏农民拥有的比例则分别

为 36郾 8% 、52郾 9%和 19郾 5% 。
表 4摇 江苏和贵州农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整体拥有情况对比

地区

家庭耐用消费品情况(定距)

低拥有
(0 ~ 0. 25)

中低程度拥有
(0. 26 ~ 0. 5)

中高程度拥有
(0. 51 ~ 0. 75)

高拥有
(0. 76 ~ 1)

贵州 65. 4% 31. 6% 3. 0% 0

江苏 3. 4% 13. 8% 36. 2% 46. 6%

合计 36. 2% 23. 2% 18. 7% 21. 9%

摇 摇 数据和调查均表明:第一,江苏和贵州农村内

部存在明显的经济利益分化。 在村庄内部,农业劳

动者阶层往往处于利益金字塔的底部,他们以农业

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人数众多;农民工阶层处于

金字塔的中间,他们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以长

期或短期雇工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家庭收入也以此

为主;村务管理者阶层和自主经营者阶层处于金字

塔的塔尖,他们是农村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是
农民中的权力拥有者和财富集中者,他们人数虽

少,却垄断着农村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和人脉资

源,这些资源的差异是农村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
第二,江苏和贵州农民在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程度

上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差距是不同地域之间农村

经济利益分化的进一步补充。

三、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

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摇 摇 近年来,人们对农民政治心理变迁的研究日益

增多。 研究表明,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的当代社会,农民的政治人格由依附、封闭、单维走

向独立、自主、开放和多维,农民的政治态度由冷

漠、情绪化走向理性,农民的政治意识由村民意识、
臣民意识走向公民意识,农民的政治理念中有了自

由、平等、竞争、权利、法治、效能等现代民主制度中

的概念。[8] 尽管如此,农民的迷信和政治怀旧心

理,政治参与的功利心理、盲从心理、冷淡心理以及

依赖家族和宗族的政治心理、反权威的逆反心理等

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9] 正因为如此,农民政治心

理制约着我国现代民主政治生活,对我国基层民主

政治在参政主体、参政形式、参政时间、参政组织原

则和组织方式等方面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
表明农民政治心理的变迁对民主政治进程的作用

不可小视,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必须将农民培育为具

有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 囿于指标的限制,下面拟

从三个方面分析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

理的影响。
1. 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信任心理的

影响

利益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密切相关。 正如罗

素·哈丁所言:“信任可简单地界定为暗含的利

益,即在信任关系中,你的利益暗含我的利益,因而

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期望你会为了我的利益行

事冶 [10]。 马克·E. 沃伦也曾指出:“当一个人信任

时,他假定在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之间存在共享的或

共同的利益。冶 [10]4这里的意思很明了,共同的利益

是缔结双方或多方信任关系的核心与关键。 有调

查表明,农村利益分化是形成农民政治信任阶层分

化的根本原因:“普通农民阶层对政府和政治系统

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现实利益是否

得到应有尊重,而农村精英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感则

表现得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受益于体制性权力,
而对国家和政府产生信任和依赖;另一方面却因为

利益冲突,而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产生质疑和不

安。冶 [11]这表明,利益分化是影响农民政府信任阶

层分化的主要因素。
那么,作为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衡量指标,农

民的收入分化会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心理产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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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呢? 考虑到我们已在多篇文章中分析了农民

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此处就将政府

信任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对待,即下述分析时选取

的是“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程度冶的单项选择题

而非其它。 为此,调查时,我们将农民对政府的信

任分为“很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信任

和十分信任冶五档,并分别赋值“1 ~ 5冶分。 为了更

有效地表达,对政府信任数据的处理策略是:将 3
分及其以下的界定为“低信任冶,将 3 分以上的界

定为“高信任冶,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 从表 5 可

知,整体而言,大部分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处于

高信任状态,比例高达 88郾 1% ,是低信任农民的

7郾 4 倍。 具体来说:第一,中高收入农民对政府的

整体信任最高,高信任比例达 94郾 9% ;第二,农民

的收入越高,对政府持高信任状态的比例就越高。
可见,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

正相关关系,即农民的收入状况越高,对政府的信

任程度就越高。
表 5摇 农民人均年收入与政府整体信任情况交互分析

收入情况
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心理

低信任 高信任

低收入 17. 1% 82. 9%
中低收入 15. 2% 84. 8%
中高收入 5. 1% 94. 9%
高收入 9. 2% 90. 8%
合计 11. 9% 88. 1%

摇 摇 为了进一步检验农民的收入与农民对政府的

信任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关联,以农民的家庭人均

年收入为自变量,以处理后的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

任情况为因变量,进行逻辑斯蒂回归。 结果显示,
尽管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

正相关关系,但这种相关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

性,因为他们之间的显著性水平为 0郾 218,大于

0郾 05。 尽管如此,从 Exp(B)值即发生比可知,中
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对政府高信任的发

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 1郾 153、3郾 828 和 2郾 046
表 6摇 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其政府信任情况的

影响之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Wals 值 显著性水平 Exp(B)
家庭收入情况a 4. 436 0. 218

中低收入 0. 142 0. 519 0. 075 0. 784 1. 153
中高收入 1. 342 0. 792 2. 871 0. 090 3. 828
高收入 0. 716 0. 472 2. 299 0. 129 2. 046
常量 1. 576 0. 317 24. 681 0. 000 4. 833

P= 0. 176,-2 对数似然值 = 179. 278,Cox&Snell R2 = 0. 019,
Nagelkerke R2 =0. 037

摇 摇 注:a 参照变量为低收入农民。

倍,也就是说,高收入农民对高信任政府的发生比

越高。
2. 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选举心理的

影响

选举参与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根据参

与的态度,可将其分为“积极参与和消极参与冶;根
据参与的心理,可将其分为“主动参与和被动参

与冶。 一般而言,积极参与意味着主动参与,消极

参与意味着被动参与。 至于影响选举参与的因素,
利益则起着关键的作用。 正如徐勇所言:“民主选

举背后有复杂的变数,其中,利益和体制最应引起

重视冶 [12]。 于建嵘也指出:“在因乡村选举而进行

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不同结构位置的国家利益、社
区利益、个人利益及家庭利益,都可通过“习惯冶来
表达,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乡村选举的结果。冶 [13] 可

以说,“利益是村民参与选举的决定性动机,利益

关系影响着村民参加选举的形态,利益相关度则决

定着村民参加选举的程度。冶 [14]正因为利益对农民

的选举参与如此重要,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选

举参与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影响表现为:农民

是积极参与选举还是消极参与,是主动参与还是被

动参与。 为此,我们做了相应的调查。 调查显示,
整体而言,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时的心理都比较消

极和被动,比例高达 63% ,是积极参与选举农民总

数的 1郾 7 倍,其中,中低收入农民积极参与选举的

比例最低,仅为 19郾 1% ,仅为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

的 44郾 5% 。 仔细分析发现,农民的收入分层对其

积极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并不呈正相关关系,而是

呈“两头大、中间小冶的哑铃型结构,即低收入农民

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比例最高,达
40%以上。 这说明,收入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心理

的影响是不稳定的,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

的比例高于中间收入群体。
表 7摇 农民人均年收入与参与村干部选举情况交互分析

收入情况
参与村干部选举的心理

消极选举 积极选举

低收入 60. 0% 40. 0%
中低收入 80. 9% 19. 1%
中高收入 61. 5% 38. 5%
高收入 57. 1% 42. 9%
合计 63. 0% 37. 0%

3.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

在经济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作为一种整合社

会经济利益的有效机制,参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

视。 然而,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人们的参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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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若不能得到及时释放和有效满足,必将大大增强

其挫败感,进而引发 “参与危机冶,诱发社会动

荡。[15]因此,通过量化的方法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

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囿于

调查内容和篇幅的限制,此处主要探讨农民对公共

事务的参与心理。 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仍然

有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之分。 整体而言,农民是倾

向于比较消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的, 百分比为

56郾 3% ,比积极参与的农民比例高 12郾 6% 。 具体

而言,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是

呈正比的,即农民的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积极参与公

共事务,其中,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比

例分别比低收入农民、中低收入农民、中高收入农

民高 14% 、24% 、35郾 9% 。 这表明,农民的收入水

平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呈正比。
表 8摇 农民人均年收入与其参与心理交互分析

收入情况
参与社会组织心理

消极参与 积极参与

低收入 75郾 7% 24. 3%
中低收入 63. 8% 36. 2%
中高收入 53. 8% 46. 2%
高收入 39. 8% 60. 2%
合计 56. 3% 43. 7%

摇 摇 那么,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

理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 为此,进行了逻辑斯蒂回

归。 结果显示,农民的家庭收入与其对社会组织的

参与 情 况 在 0郾 001 的 水 平 上 呈 显 著 性; 从

Nagelkerke R2 系数来看,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

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影响达 11郾 8% ;从发生比即 Exp
(B)值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积极

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

1郾 767、2郾 672 和 4郾 716 倍(详见表 9)。 也就是说,农
民的收入情况是影响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显著因素。

表 9摇 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其参与

心理影响之逻辑斯蒂回归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Wals 值 显著性水平 Exp(B)
家庭收入情况a 21. 618 0. 000

中低收入 0. 569 0. 412 1. 907 0. 167 1. 767
中高收入 0. 983 0. 425 5. 342 0. 021 2. 672
高收入 1. 551 0. 347 20. 001 0. 000 4. 716
常量 -1. 137 0. 279 16. 642 0. 000 0. 321

P= 0. 000,-2 对数似然值 = 324. 703,Cox&Snell R2 = 0. 088,
Nagelkerke R2 =0. 118

摇 摇 注:a 参照变量为低收入农民。

四、结论与建议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呈现出政治、经济、文化等

领域的高度重合,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并几乎垄

断所有资源冶的总体性社会。 总体性社会是社会

主动性与积极性匮乏,社会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国
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高度统一的社会。 在这样的

社会中,社会制度的政策建构表面是为大多数人实

则是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利益分化活跃起来,这
对传统的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突破、超越与挑战,个
体化社会的来临成为人们今天不得不面临的事

实。[16]个体化社会意味着个体的利益、性格和行为

而非家庭或国家是社会发展的主要依据,也意味着

社会差异和社会差别的增多,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求

同存异和社会个性的解放。 随着个体化社会的到

来,社会逐步从国家高度统一的、集权型的同质性

结构中分离出来,形成“国家—公民社会—市场—
家庭冶的四维多元结构,社会领域也分化为公共领

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三部分。冶 [5] 在此背

景下,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
家庭利益和个人利益就可能发生分离与博弈,其结

果是利益结构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进而导致社会

结构的差异性。 在农村社会,这样的差异性首先表

现为经济结构的差异性,要了解农村经济结构的差

异性到底有多大,就必须对农村的经济利益分化进

行分析和了解。
为此,本文以贵州和江苏农村的收入分化和家

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作为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

主要测量指标,对经济利益分化背景下农民政治信

任心理、政治选举心理、政治参与心理的状况进行

描述,对收入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进行深入

解读。 研究表明:第一,江苏和贵州农村村庄内存

在明显的利益分化,农业劳动者阶层往往处于利益

金字塔的底部,他们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
人数众多;农民工阶层处于金字塔的中间,他们是

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以长期或短期雇工的形式出

现在城市,家庭收入也以此为主;村务管理者阶层

和自主经营者阶层处于金字塔的塔尖,他们是农村

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人数虽少,却垄断着农村

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和人脉资源。 这些资源差

异是农村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和表现。 第二,经济

利益分化是影响农民政治信任心理、政治选举心理

和政治参与心理的主要因素。 既然经济利益分化

是农民政治心理变化的重要因素,那么培育农民积

极的政治心理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应正

视农村的经济利益分化,积极鼓励通过个人奋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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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劳动而形成的经济利益分化,积极扶持弱势群

体,严厉打击不合法的暴富行为,出台政策引导先

富带动后富,推动农村中间阶层的发展;第二,完善

户籍制度,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土地流转

机制,促进土地合理流动,转变农村经济结构;第
三,应加大农村社会的改革力度,健全农村利益表

达、利益整合、利益平衡和利益共享机制,完善农民

政治参与渠道,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发展。 应建立合

理的农村利益协调机制,该机制的设计应遵循“社
区平台、政府导向、共同参与冶的原则,农村社区作

为利益协调的组织载体,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引导的

作用,引导农民或其社会组织平等地进行利益参与

与利益表达,最后形成政府、社会和社区的合作共

治,共同回应利益诉求、平衡利益分配、实现利益整

合,最终达成利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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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ffects of Rural Economic Interest Differentiation on
Peasant Political Psychology:Based on a Survey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and Developed Areas of Jiangsu Province

XIE Zhij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cash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family consumer durable goods stock as the main meas鄄
ure of rural economic interest differentiation,and based on a survey ofunderdeveloped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and developed areas of Jiangsu Province,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farmers忆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trust,political
elec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nd interpreted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interests differentiation on the
peasant political psycholog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economic interests different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had great influence on peasants忆 political trust psychology, political elec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sychology. Therefore,first, we should face the economic interests differentiation in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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